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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available critiques an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well-known

and frequent ly applied f ramew orks of human act ions presented in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ocial change.This paper provides an original typology of human be-

havior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human actions in the processes of mod-

ern social t ransfo rmati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comparative interview survey into the pat terns of behaviors of

the elite g roups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are used here as examples for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typolog y.This new typolog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

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he dominant develop-

ment orientations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ocial planning

and the actual social t ransormat ion.

一 、社会行为研究的目的及其定位

在心理学领域 ,行为研究长期以来构成了该学科的主题 ,然而在社会学领域里 ,行为研究

往往被隐含在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理论之中。其实这并非偶然 ,因为它反映了行为研究在社会

科学领域中的定位。哈贝马斯将隐含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四种行动概念概括为 1 、目的论行

动概念;2 、规范调节的行动概念;3 、戏剧行动概念;4 、交往行动的概念(哈贝马斯 ,1994)。

现代社会中合理选择的比重逐渐增加无疑是韦伯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根据帕森斯的

考察 ,韦伯行为类型论的建构暗含了行为的合理性这一出发点(T .Parsons ,1937)。虽然韦伯

并未应用其行为类型论对现代社会进行经验研究 ,但他建构行为类型论的初衷并不止于“对行

为的经验理解” ,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整体来看 ,毋宁说与他希求更深刻理解现代社会特征

的问题意识紧密相连 。社会科学家根据各自对人类行动的基本概念的理解 ,分别对社会科学

的理论制定了不同的解释 。笔者希望通过对现代中日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 ,揭示以往产业社

会论和现代化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从而发展与完善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论。笔者希望 ,本稿着重

介绍的主体行为类型论为比较现代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提供有用分析模式的同时 ,也为现代

社会变迁理论提供基本的行为理解框架 。

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结构》(T .Parsons ,1937)是社会学领域中论述行为的最重要的作品之

一。帕氏在他的书中阐述了如下立场:规定行为的要素间的区分 ,只是停留于方法论水平上的

经验区分 ,而不是哲学层次上的。关于行为概念图式的唯一问题是 ,从研究所持的科学观点上

看此概念图式能否成为“有用之物” ,即依此图式分析事实时 ,是否有可能定立显示重要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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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检验的事实陈述(T .Parsons , 1976)。我们通过帕氏的其它著作了解到 ,他的行为理论在

他对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析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的确成为“有用之物” 。关于行为理论的定

位 ,帕森斯阐明的是一种近似模式论的立场。模式的建构是为了学术的目的:由现实将理论再

构成的过程。模式与原物在一定范围内有相同性 ,因此有助于认识原物 ,比如理性选择理论作

为与现实的近似的研究法也曾被视为有益而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学领域中 ,是韦伯以“理念

型” (Idealtypus)的概念最早为我们指出了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这一有效认识手段。

任何行为理论都无法避开的一个难题是 ,关于人的特定行为方式的决定要素的生物基础

和社会基础之间界限的严密划分。只有坦率地承认社会科学与同生物科学及心理学研究的共

同进步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该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前的任何行为分析 ,都只能停留在方

法论的理念水平上。因此笔者认为社会行为研究的定位是:研究者为了达到对特定社会研究

对象的更清晰的理解而凭借的理念或理论模式。

二 、关于基本概念的探讨

本稿中的行为类型模式以特定的行为决定要素这一概念体系作为划分基准 。它最重要的

特征在于:当观察到特定的行为时 ,研究者并非凭自己的主观理解或感情移入 ,而是试图捕捉

到行为主体所认知到的 ,引发其特定行为的直接决定要素 。因为当杜会学家试图理解社会变

迁时 ,他的任务不应是恣意地对制度或实践进行说明 ,而需要深入其意义的体系中进行诠释 ,

以揭示该制度或实践之本来面目。因此它必定是一个受限于文化脉络的理解过程 ,也必须转

向一个重视行为主体的认知过程的视角。正如考林吾德在他关于历史的探讨中所指出的那

样 ,原因对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意义不同。对历史学家来说 ,事件的原因是行为者头脑中的

一个想法 ,它不是事件之外而是事件之内的东西 。在历史中人只能通过“合理说明”理解人的

行为 ,即从行为者的视角或试图建构行为者的实际合理性 ,或建构对行为者来说可能的合理性

来说明顺理成章的事实(R.G.Collingwood , 1996)。基于以上立场 ,笔者对以往行为论中有关

行为决定要素的主要概念进行了反思。

根据中文日常语义 ,以及社会科学论文中的应用习惯 ,本稿基本采用了如下(安田三郎等 ,

1980)用法来区分行为和行动概念:

行动(behaviour):外部观察的人的活动;行为(action):内省地把握的人的活动 。

基于上述立场 ,在对行为类型模式进行界定和展开讨论时 ,比较一贯地使用了后者。然而

文中行为以宾语形式出现或将这些人类活动置于宏观的社会变迁脉络里讨论时 ,也有按照一

般的语言习惯使用行动一词之处。笔者以为如何抽象地界定以上概念并不很重要 ,关键是它

们在特定研究脉络中的意义。因此题不妨大要 ,仅述至此。

关于行为动机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根据研究对象和立场作过许多不同的解释(A.R.

Lindesmith ,1982)。在社会学领域里 ,试图以价值选择肢和欲望(need)的相关来表达行为的决

定要因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在他看来 ,动机(motivation)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者希图改善满

足欲望与欲望剥夺之间的平衡的指向。面对行为的具体状况他列举了从赋予客体意义到认

知 ,评价的三步动机指向。而对动机指向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被称为“文化型”(cultural

pattern)的存在 。通过文化型的内化 ,构成了行为者的指向体系(T .Parsons , 1974)。以他构

筑的独特的行为理论为基础 ,帕森斯指出 ,在不同的社会里 ,可较多地观察到由特定的“型变

量”(Pattern variables)表达的 ,特定的价值指向的行为 ,如果用型变量组合表达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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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业绩型:美国;

普遍主义归属型:德国和原苏联;

个别主义业绩型:中国;

个别主义归属型:中南美国家(T .Parsons , 1960)。

上述通过比较得出的特定的价值指向型的偏向值是停留在可观察到的现象水平上的 ,不

可因此就认定该价值或者“型变量”本身就是行为者的行为选择的决定要素。布莱恩在论及以

“逻辑关联”(logical-connection)方法说明行为时指出 ,它的根本错误在于不区分作为行为原因

的信仰欲望中的并非令行为发生的那一部分 。行动有其原因与行为因该原因而发生是不同

的。“原因说明”(reason-explanations)之所以能成功地说明 ,是因为它在试图说明该主体“存

在” ,该原因令其如是行为 。布莱恩认为应努力发现主体实践的定因过程(reasoning processes)

以说明行为(Brian Fay , 1996)。笔者认为 ,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虽然论及了从赋予客体意义到

认知 ,评价的三步动机指向 ,然而由于他对动机指向中的“文化型”的存在意义的过分强调 ,即

在他看来行为者的指向体系是通过文化型的内化而构成的 ,因此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运用相应

的资源与他所面临的制度 ,权力等要素的能动的交涉(nego tiation)过程在帕森斯的理论中便被

省略了。这种交涉处于行为者内心进行的讨价还价及选择的过程之中。而在帕森斯那里行为

者只是按照已经内化 、不打折扣的“文化型”作出选择而已 。在实践中无论是个人的“文化型”

的内化过程还“文化型”或价值体系以及制度在社会变迁中的不断地再生产的过程 ,都是经过

上述的“交涉”过程而实现的。因为在帕森斯的行为动机指向中缺少了行为者讨价还价地选择

这一交涉的视角 ,导致其比较文化类型论停留在区分现象层次上的行为动机指向 ,从而未能准

确地把握主体行为的真正动因 。之所以如此 ,笔者分析与其将“文化型” 、“型变量”等反映群体

价值观念的概念直接应用于行为分析有关。泰勒在批评主流社会学家不重视常识意义(com-

mon meaning)和互为主体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时曾经指出 ,它们会从主流社会学的网

中漏掉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它们并非合并了的一套主观反映(aconverging set of

subjective react ion;C.Taylor , 1971)。在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中 , “文化型”内化式的行为理

解模式不仅妨碍对变迁机制的深入理解 ,更会引发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固定观念”的困境 。这

在层出不穷又很快销声匿迹的所谓的“某某文化论” 、“中国人论”或“日本人论”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如果同时联想不同的生活场景(工作单位 ,家庭生活 ,社交等)就会发现 , “日本人”论或

“中国人”论中所强调的任何一种“特有的价值取向”几乎都存在于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日本文

化或是意大利的文化的某一个角落 。

除此之外 ,以型变量表示的价值指向的行为分析方法 ,使在行为主体选择过程中起到决定

作用的资源 ,权力等重要因素因失去位置而从研究者的视界中消失。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

会中 ,造成本质差异的并非选择肢本身 ,倒是行为主体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择

习性 ,以此习性为焦点建构的行为理解模式 ,不满足于对行为特征的现象层次上的事后说明 ,

它将努力使行为主体在实践中所面对和利用的知识库存 ,相关资源及记忆 、地位 、权力等要素

在研究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从而加深我们对社会变迁机制的理解 ,揭示社会变迁不同轨迹存在

的奥秘。这个模式有必要从反思以往行为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开始 。

1.关于“需求”(need):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未能达成一致的概念。笔者认为这种现

状恰恰反映了作为动物的人与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人的不可分性。“人的动物性在社会化过

程中不断变化 ,但却不会因而消失”(P.L.Berger &T .Luckmann , 1990:306)。经济学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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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家虽然也确认了生物个人的需求的存在 ,却并不热衷于对它本身的探讨 ,他们更关注于社

会化了的人的需求。从上个世纪的威伯伦的“有闲阶级的理论”到布迪厄的对不同背景人的偏

好的研究 ,无不如此 。因为我们日常多数的所谓需求是习得的 ,如饭后中国人要喝茶而法国人

则要咖啡。但如果考虑法国人要咖啡的需求 ,实际是 18 世纪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这一事

实 ,就会理解日常所使用的需求混在了多重的内容 。于是多数社会学家承认了这样一个难题 ,

即从人类普遍的静止的需求开始的行为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安田三郎等编 , 1980)。心理学

家如何呢 ?无论是强调性爱的主导性的弗洛伊德还是强调基本反应条件的狂怒 、恐惧 、爱的行

为主义的心理学家华德逊 ,或是希望集大成的“需求阶段论”者马斯洛 ,虽然他们都在力图揭示

作为生物的人所拥有的普遍需求 ,然而至今为止 ,我们除去能够从中确认在人的生物特性中的

确存在某种心理学家称为需求的东西外 ,即使心理学领域内部 ,对需求的内容 ,关联结构等仍

处于各抒己见的阶段 。

在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式中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完全基于个体生物特性的需求 ,它与前述的

心理学家所使用并试图描述的需求概念存在差别:首先心理学家试图以此概念表现人类生物

特性中的某个普遍性特征 ,他们虽然最终也关注个体间差异 ,然而作为概念的需求本身则是一

个描述普遍性特征的概念 。它并不表示基于形体 、年龄 、性别等差异所形成的需求方面的个体

差异。在比较分析人的社会行为时 ,无视这种差异是不恰当的。个体的生物学特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为人们对展现于前的社会可能性领域设定了界限。在多数情况下行为者不仅认识到而

且会将此界限纳入他的实践选择的视野之中 。其次社会行为是在时间空间都不可重复的“场”

中进行的 ,无论是性爱还是温饱需求都只能凭借给定的满足对象表现出来 ,而这种表现会因时

间条件的限制而有很大区别。在心理学的需求存在的前提下可推论 ,个体在给定条件下对他

得到的信息有相对稳定的需求选择倾向 ,基于这种选择倾向 ,行为者便因时因地地表现出他当

时所谓的“要求” ,它虽然是基于需求派生出来的 ,但却并非同一概念 。

要之 ,有必要使用替代的概念表述个体的基于他本身的相对稳定的生物特性而因时因地

表现出的需求。笔者将其命名为“个体主观要求”①。

2.关于“价值” :根据田宗介的整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几十个不同的价值的定义 。

笔者采纳田宗介的定义即价值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客体的性能”(田宗介 , 1966:14-23)。在

很多社会科学的文献里 ,都会发现价值是等同于日常的“社会价值”被使用的 。而“社会价值”

则有很强的附着于某种主导权力下取得了正当性的语义。实际上从行为者的视角看 ,他们逐

渐共有其中价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公司或黑社会团伙 ,也可能是学习小组或是一个现代的

民族国家 。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 ,行为者根据他所处的“小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多种多样的

目标 ,区别地认识和对待各自的“具有社会的正当性的”价值 。即使是所谓的主导价值(domi-

nant value),在行为者的眼中 ,也不单纯是社会化了的或未能社会化的一套主观反应。正如伯

格所指出的“社会的世界……并不能获得从生出他的人的活动独立开来的存在论的地位”(P .

L.Berger &T .Luckmann , 1990:105)。为了重视在实践中行为主体的能动的解释和交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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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行为个体生物特性的相对稳定的选择倾向但可能随条件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既包括希望抵御干 、寒 、困 ,
渴等生命体的基本需求 ,也包括基于他本人作为生物个体所拥有的特性而引发的 ,与文化无关的要求。如:A 先生
特别强烈地希望被别人表扬。 7岁的 B小姐特别想拥有一只猫 ,而她 5岁的弟弟则特别想要一条狗。 C先生希望
交一个大个子的女朋友 ,而他的孪生兄弟却想找一位弱小的女子作妻子。



过程 ,在新的行为分析中笔者使用了代替“价值”的“共有意义认同” ①概念。

3.“社会规范” (sociaI norm):这是涂尔干以来用于理解分析社会行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

然而正是这一概念的概括性使其作为分析概念的功能大大减弱 。关于规范的传统的定义为:

当行为被制约在一定的框架内时 ,那些发挥制约功能的价值 、习惯 、制度 、法律等(田宗介等编 ,

1988)②。在帕森斯的行为理论中价值也被包含在规范之内 ,是规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T .

Parsons ,1956:102)。笔者在此希望讨论的是 ,价值与具体的行为指示相附着的“规范”概念在

社会学领域的延用 ,为理解社会行为的能动性设下了障碍 。虽然帕森斯主张重视“主观视点”

和从行为者的视点看现象 ,按行为者自身的意义理解分类组织化作用于行为的诸要素(T .

Parsons , 1976),但他还是经常被批评为社会决定论者。其根本原因之一是 ,虽然他也意识到

行为分析中规范概念中价值混同的弊端 ,但在行为理论中并末致力于解决该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 ,虽然人们牢固地掌握了行为的“正确的”或“恰当的”方式 ,包含在这种行为

要求里的价值标准却早已被人们忘却了或并末受到关注。很多社会科学家如吉登斯 、哈耶克

等都注意过这一现象 。哈耶克曾经指出 ,我们别无它择 ,只有遵循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

之理由的规则……由于我们很少能知道在特定场合对这些道的规则遵循所达致的具体成就

(哈耶克 , 1997)。有趣的是 ,默顿关于“潜在功能”发挥的可能性的讨论恰巧从另一个侧面反

映了上述现象(R.K.Merton , 1961)。比如中国的成年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很多家庭中

都有子女主动将收入的一部分“孝敬给老人的习惯” 。这一习惯背后所包含的早期的价值观是

儒家的“孝” 。按传统的规范理解 ,该行为规范要求“孝”价值指向的行为 ,并且因为一个规范总

是与一个特定的价值相对应 ,所以“孝”是此规范背后的永久价值 。然而问题是:行为主体对

于规范并非总是或总能够“囫囵吞枣” 。通常情况下 ,他们将一边与自己的“个体的主观要求”

相对照 ,一边逐个认知并解释规范中关于行为方式的指示 ,从而决定遵从与否。即使社会学家

从现象层面观察到同样遵从的行为 ,其动机也是多样的 。A.行为者认知到并认同规范所含的

“孝”价值 ,自发地按习惯孝敬父母 。B.行为主体判断遵守特定的规范会给他带来特定的个人

利益 ,即遵守规范的行为将带来满足他个体主观要求的结果。如无论他对“孝”是否了解和认

同 ,他预期赡养父母将会得到他所需要的相应的感情上或是经济上的回报 。C.他根本不知道

何为儒家何为“孝” ,由于赡养父母的行为指示能够实现他所认同的其他价值 ,如仁爱 、公平等

特定的意义认同 。D.只是由于惧怕惩罚。当主体并不或并未认知和认同规范背后的价值 ,也

不能找到其他合适的正当理由 ,同时由于行为指示以权力为依托与个体的主观要求相左 ,该遵

守行为是为避免惩罚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由此可见 ,在行为分析中应用的传统社会学的“规范”概念中“规范”与价值的不可分性定

义必然导致行为理论或模式曲解或无视行为主体在相关实践中个体主观的要求 、意义认同取

向 ,因而也失去从行为主体视角分析理解社会行为动因以及社会变迁中人的行为可能性 ,陷入

社会决定论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走出规范与价值不可分性的怪圈 ,建构一个替代

“规范”的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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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规范” ,笔者希望以此传统定义为例 ,引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即正是价值与具体的行为指示相附着的“规范”概
念在社会学领域的延用 ,为理解社会行为的能动性设下了障碍。

行为主体通过互动所认知到并共有的对事物的特定意义解释。它小从某个特定的亚文化的意义解释 ,大到对某个
近代国家的统治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能动地理解 ,乃至跨越文化或国界的宗教等信仰体系中的特定意义认同。
如:A.玛丽认为只有白色的婚纱才能表现新娘的纯洁。李太太认为只有大红的秀衣才足以表现婚礼的喜庆和吉
祥。 B.王小姐觉得自己在迪斯科里叼着香烟的形象“酷”(现代青年用语:潇洒 ,棒 ,带劲等)极了。 C.共产党员 C
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



4.规矩:“规”和“矩”都是中国古代用于测量区划的工具 ,前者画圆后者画方 ,因其以区划

而设定范围框架 ,在现代日常汉语中转而意味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的规则 ,理应的做法 ,该规

则背后的价值或意义认同往往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密切相关。在新的行为分

析模式中 ,笔者借用了“规矩”这一汉语日常用词以表达被约定或规定了的做法 。它小到邻里

间默契的共用场地的扫除规则 ,大到各种组织的规则纪律 ,乃至国家 、国际的协议 、法律规定 。

如:A.在传统的日本人家做客吃饭 ,应将主人为您提供的饭菜全部吃光。B.上班人员必须到

考勤处签到。C.成年的中国人必须赡养自己的父母(中国民法规定)。

以上基本概念之间密切关联 ,如“个体主观要求”与“共有意义认同”之间的界限。如本文

开篇所述 ,在生物科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现有水平基础之下尚很难划分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承

认它们各自在行为者认知层次上的存在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通过社会行为的反复

建立了相互再生产的关系 。至于对貌似传统主流社会学概念的“共有意义认同”以及“规矩”两

概念的界定则关系到理解(Verstehen)社会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大要和新的行为分析模式

为比较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发展所带来的突破 。

三 、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主体行为类型模式

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且多元的。当研究者透过行为主体的视角捕捉左右主体行为的要

素 ,重视行为者在实践中的认知 ,解释过程时可列举以下作为理念型的 7个行为类型 。在社会

变迁的实际场景中可观察到它们出现的不同频率及行为的多元性(郑菁 ,1996)。在此笔者将

只例举出 7个理念型的行为类型。

类型 1.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

笔者在对中日两国精英进行比较研究时(郑菁 , 1996。以下例证除特殊注明均出于此)发

现 ,由于日本的战败 ,战前或战争中已进入精英集团的日本青年大多数被迫放弃战争前的个人

理想 ,寻求新的出发点。为此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他们经历了苦恼和迷茫的历程 ,在这一

人群中 ,可见较多的“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

Y出身日本关西大财阀家庭 ,曾任某企业集团的董事长 。战争结束之际 ,作为一名前途有

望的青年官僚 , Y将他在麦克·阿瑟指挥的占领军指挥部直属的物价厅价格调控部供职的 10

年描述成他人生的“黑暗”时代 。

Y的工作是按自己对政府制定的价格调控政策的理解 ,制定一些对恢复经济必要的基础

物资进行配给的方案 ,然而他的这些方案 ,经常由于有实力的大财阀不惜重金对美军主管少将

的贿赂而被少将推翻 。他说:我一直感到非常屈辱 。有一天 ,我气急了 ,感到再也忍受不下去

了 ,便决心辞职 。当时 ,我正好私下了解到某财阀已与该少将有了一个默契 ,便拟定了推翻它

的方案 。我先从因此而受益的相关行业中敛了一笔钱 ,用它对主管少将竭尽全力地款待了一

番。因为是官员宴请官员 ,他没太介意 ,我百般劝说 ,让他答应了我所拟定的方案。然而翌日

到他办公室请他正式审批时 ,他却翻脸说“不” 。于是我说:“那好吧 ,我将把昨晚你吃了这些相

关行业贿赂的事向报界曝光……” 。“也就是说我把占领军指挥部的官僚有计划地推入了陷

阱 ,此举同时也惹怒了那个财阀 ,但我早已辞职而去”。

以上经历成为 Y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Y 所供职的部门为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制

定了操作规矩(简称 A′)。但现实中在高官与经济巨头特别是财阀之间又形成了以贿赂为中

心的不成文规矩(简称 B′)。财阀之所求中有其价值取向及其圈内的共有意义认同(简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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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与占领军指挥部之所望 ,也包含了特有的价值取向 ,即其圈内的共有意义认同(简称

A)。Y在此面临多种选择 。

A′-A 指向:按日本政府与占领军指挥部制定的规矩实现政府与占领军指挥部所望:从 Y

的言语中可见他个人的主观要求与此相吻合 ,然而大财阀的资源力量形成的另一种规矩却使

Y的该行为方式无法最终实现 。资源成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改革:为实现A , Y制定一种能与 B′抗衡的新规矩 ,然而 Y做不到。因为在政府机关中立

规矩 ,即建立新制度体系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与同事们的共有意义认同 ,更取决于定立规矩

人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力。在此权力的大小则成为可能改变 Y主体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

Y还有其它选择 3 ,4 ,5……然而他选择了 N ,“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 ,即 Y最终采取

的实际行动是 ,在尝试了多种选择并遭受挫折后 ,他决定逃避 ,将自己从痛苦的矛盾中解脱出

来。他选择了从心理上解放自己这一个体的主观要求作为其最终的行为指向。在此我们虽尚

不能给该个体主观要求下严格定义 ,但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示我们 ,这是一种在认知不

和谐情况下 ,人类可能产生的一种心理倾向和要求(Osgood and Tannenbaum , 1955;F.Hei-

der , 1958;L.Festingger and J.M .Carlsmith , 1959)。

T 曾连任日本某大银行的行长 ,他在上海经历了日本的战败 。当他看到以往曾经耀武扬

威的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在组织崩溃之后 ,低三下四地跑去求年轻人帮他们指点活命之路时 ,他

突然强烈感到自己绝对不想落个同样的悲惨下场。日本这个国家将来如何根本无法预测 ,无

论何种情况下 ,将来一定要使自己能够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 。于是他从此开始了“自己决定自

己工资”的人生 。当对社会上人们信奉的共有价值观道德法规等制度因素失去信赖之际 ,人们

往往产生要具备自己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个体主观要求的驱动下 ,

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内 ,T 对为他安排的职务不屑一顾 ,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生活 。

类型 2.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行为

战后初期大部分日本的青年精英经历了价值观的危机或转换 ,然而这种空白和混乱 ,不久

就被目不暇接地展开的日本经济复兴政策和国家目标一扫而光了 。“工作有意思” 、“喜欢工

作”成为他们用来解释自己废寝忘食工作的动机所最常用的句子 ,不只是精英集团 ,在老一代

的日本人使用的日语中 , “工作有意思” 、“喜欢工作”几乎可称为常用句 ,听者也会感到非常自

然。当一个人从小热衷于陶艺并在受奖大会上说“我喜欢这工作”时 ,与一位在接受面试时对

上司说“我喜欢工作”时的话语相比 ,前者可理解为“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发言” ,而后者在更多情

况下则可理解为“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发言” 。

经过战后的经济复兴 ,当许多日本人回首往事 ,而陈述以上话语时 ,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国

人说他们爱吃长棍面包 ,德国人说他们爱吃士豆 ,陕西人说他们爱吃馍有共通之处 ,即日本这

一代人对工作一般的评价及偏好 ,并非发源于个人的生物特征 ,而是带有更强的文化及社会的

烙印 ,在各种条件及制度约束下拚命工作的几十年中 ,他们对工作的“共有意义认同”便逐渐形

成并不知不觉地内在化了 。

中国的年轻精英们的行为指向中 , “共有意义认同”也占了很大比重。W 是一位科学家 ,

在海外经过十年的苦心研究 ,他在某应用物理学科获得了国际发明奖 。1948年新中国筹备之

际他正在该领域当时世界最领先的英国的某实验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

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工业化 ,他对此非常关注 ,当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派人与他接触 ,要

求他返回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技术物理系时 ,与同国民党一起逃亡海外及台湾的文化人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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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相反 ,他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联手 。他的解释源于两个基本信条:一是知识分子应不计个

人的损益 ,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二是中国落后了 ,要追上他国 ,必须多工作少索取 。显

然 ,这是W对他作为中国人以及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长期的生活经历及特殊的文化熏陶中

所不自觉地形成的带有强烈民族及社会背景的“共有意义认同”的一种表达 。为此 ,W 放弃相

对优厚的生活和科学研究条件 ,回国开始了白手起家的某大学的技术物理系的建设 ,他的这一

选择 ,可谓“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 。

类型 3.规矩指向型行为

N 是日本大藏省的高官 ,他写的人生简历如同日本同时代精英官员人生历程的样本 。昭

和时期的第一高等学校 ,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 ,高等文官考试 ,大藏省官员 ,按部就班地晋升 。

当谈及他的人生首次抉择时 ,他作了如下解释:“小时候我的周围都是些政府官员和公司的重

要人物 ,另外我的父亲也是第一高等学校毕业以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我理所当然地认定

自己也是一高 、东大 ,倒是没有特意如此这般地去选择志愿 。我一直认定那不过是一条给我铺

好的轨道……” 。小时候你的祖母告诉你给客人沏茶不要倒满时 ,作为一贯守规矩的孩子 ,你

毫无疑问地遵守了 ,可能直到现在你还遵守该规矩而从末想过也从未关心过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规矩。也许你的祖母也根本说不清。

主流社会学中“传统”这一概念是学者们得以模棱两可的另一个便利工具 ,而日常生活中

的人们 ,对于所谓“传统”却不如学者们掌握的那样完全和包罗万象 。他们往往只认识到或者

说只是被教会了一种执行方式 。有些时候会对一些规矩背后的意义产生兴趣 ,并对其意义有

所了解 ,他们甚至会对其意义产生认同感或抵触情绪 ,于是他们的行为性质就会改变 。当然很

多情况下 ,行为者在遵守规矩的实践中也会主动地赋予它与规矩产生之本源的意义毫不相干

的特定意义 ,这将与本文的其他行为类型的讨论有关 ,故在此不作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

当上面提到的 N先生决定也走“一高” 、“东大”之路时 ,他所见到的是他家族内的一条不成文

的规矩。根据 N 的叙述 ,在他作出选择的时刻 ,N 对于该规矩背后的一些家庭成员以往曾经

共有的意义认同或是价值观并未能清楚地认识 ,也更谈不到“共有”与否 ,因此这里将其作为规

矩指向型行为的一个例证 。

类型 4.个体主观要求和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行为

60年代至石油危机爆发的 1974年间是日本经济出现高速成长 ,以及公害 、社会福利 、城

市人口过密 、农村人口过希等问题相继暴露的时期 。此间的各届政府内阁虽然相继提出过“社

会发展” 、“经济社会计划”等理念 ,并开始着手解决出现的相关问题 ,然而高速经济成长始终是

日本国家目标的中心 。在此期间 K曾将自己的人生比作“绘画”时期。不只 K一人 ,在这一时

期 ,不拘陈规 ,以自己的所信和自己的想法创造性地改变现状 ,可以说是许多日本精英的行为

特征 。

由于患上“心病” ,K躲进了某山中的木屋 。他在报纸上看到某电气铁道公司的子公司准

备将风景如画的山地买下搞旅游开发。于是 ,他便与人联手先租了一片山林 。他的计划是在

周际钉上栅栏 ,里面放牧 ,栅栏四周建一些看不到里面的停车场 。将其命名为“殖民地” 。在可

远眺日本“北阿尔卑斯山”日落的地方 ,建一座所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能礼拜的礼拜堂 。然而某

电铁公司用旅行袋装来了一大包现金 ,还是把山地预定下了 。他们收买了当地的地主 。这惹

怒了 K 及他的朋友们 ,于是 K 将对方公司告上了法庭 。诉讼持续了 7年之久 ,结果是那里被

指定为不准任何人插手经营的公立自然公园 。K对结果的评价是:“这次诉讼倒是使那里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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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保留住了 ,但我为了保留它而制订的计划却没有了” 。K提起诉讼争夺“殖民地”的权利有两

个重要理由。首先他考虑到旅游开发将破坏那座山的自然环境 。当时与他同住在山中小屋的

朋友正好是一位反对现代生活方式 ,试图在大自然中发现并希望将自己的自然能力伸展到极

限的有坚定信念的诗人。K正是在那一片大山中 ,在他的这位诗人朋友的帮助下逐渐治好了

自己强度的精神衰弱的“心病”恢复了健康。因此保护大山首先是出于 K的“个体主观要求” 。

第二个理由与 K的信仰有关 。在他母亲的影响下 ,K 从小就对一个叫做“成长之家”的新兴宗

教产生了共鸣。K这样解释说“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最后讲的都是一个道理。真理只有一个 ,

富士山顶只有一个 ,从各个方向都能攀登 ,而且在途中所看到的景色虽然不同 ,但最后所到达

的终点是一个” 。K因被此教义深深感化 ,所以想要留住此山 ,将这座拥有美丽自然景色的山

作为所有宗教信仰的人能礼拜的场地。对山赋予的特定意义 ,显然源于 K 在社会化过程中所

取得的一种共有意义认同 ,即“成长之家”的信仰。由此可见 ,K对某电铁公司长达 7年的诉讼

基于他的个体主观要求和共有意义认同指向 。

同样在许多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青年时代 ,个体主观要求和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

为也颇为普遍。H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他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无任何欢乐可

言。由于重庆曾多次遭受敌机轰炸 ,他有一段时间必须每天多次躲进防空洞 。有一次飞机和

炸弹在他的头上飞过 ,他跑进了洞口 ,就在这时 ,他眼前洞口前的一大群人倒在了血泊中 。那

年他 10岁 ,他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这是改变自己生活境况的“个体的主观要求” 。他

进了重庆的清华附中读书 ,在那里由于受“美雨欧风”的影响 ,他曾经憧憬欧美的自由与民主并

幻想今后到美国留学 。然而 1946年 12月 24日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一案

及继之而起的全国抗议活动使青年 H 改变了对美国的感情 。他说 1946-1948年间自己的想

法有了很大改变 ,与特别进步的学生比如为民权而战的人 ,或加入了地下共产党的人以及对英

美五体投地的人不同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振兴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为了改变自己的生

活境况的个体主观要求和振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共有意义认同 ,H 为了报考医学或化学专

业开始拚命学习 。

类型 5.共有意义认同和规矩指向型行为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在已参加革命的年轻精英中间 ,此种类型行为比较普

遍。Y是国民党名将的长子 ,于 1937年 4月在北京的左翼学校中华中学加入了“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 。他将自己决心要和日本军战斗的动机归结为“青年的爱国热情” 。这种热情的来

源除了在中华学校的熏陶下所共有的意义认同以外 ,更来自他个人的亲身经历 。他的家庭曾

经希望送他在日本留学 ,为了进日本的高中念书 , 1935 年的寒假他在中学二年级时 ,曾经周

游日本全国 ,然而“因旅行途中时常碰到不愉快 ,自己就决定回国了” 。在赞赏日本的交通设施

及工业发达的同时 ,当时日本越来越强烈的排外气氛和国粹主义令他感到“窒息” ,旅行途中的

不愉快包括自己未受到相应的尊重也是重要原因 。马斯洛的关于人的动机体系的理论曾谈

到 ,人们对于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较高评价的需要或欲望 ,即人有一种自尊和来自他人的

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 , 1987)。在中国出身名门的 Y在异国突然感到他时常会得不到所

期待的尊重 ,重新获得自尊无疑成为了 Y的一种强烈的个体主观要求。然而回国后日本军国

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并未使他感到自己的自尊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

下 ,他逐渐与周围的年轻人共有了民族要独立要强大这样的“意义认同” 。作为学生 ,他屡次无

视学制学校规则而且还随意多次中断学业 ,在一般意义上讲 ,Y的一大特征是很少采取规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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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的行为。然而这会根据情况而变。“七七事变的时候首先要听组织的意见 ,我当时接到命

令 ,哪儿也别去 ,在北平支持 29军抗日。8月 8日日军占领北平之后 ,接到组织命令从天津坐

船辗转多次转移至西安。行军很苦 ,由于火车不通 ,在最热的季节早上 4点出发由北平走到天

津 ,路上没有水也没有食品。” 命令可以说是规矩的最极端的一种形式。这些命令是在民族独

立和解放的大义名分下发出的 。一贯不守规矩的 Y由于赞同组织的大义 ,共有的意义认同便

义无反顾地服从着组织命令。这无疑是一种共有意义认同和规矩指向型的行为 。

在研究同时期加入共产党革命队伍的中国青年精英们的行为时发现 ,此类型的行为比较

普遍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 ,所处的环境也各有不同 ,但从他们自己的陈述中可了解

到 ,无论是基于“爱国”的热情还是出于“正义感” ,最终他们都在共产党组织的熏陶和教育下 ,

获得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共有意义认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在敌后或敌占区严

格按照党组织的命令或纪律 ,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革命工作 。无论是命令还是纪律 ,都是

规矩的极端形式 。为了共有意义认同而不计个人的安危和艰难困苦 ,执行组织的命令和遵守

组织纪律的行为 ,是共有意义认同和规矩指向型的行为的典型 。相比之下 ,同时代 、同龄的日

本的精英们的行为中 ,上述共有意义认同和规矩指向型的行为则较少被观察到 。

类型 6.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指向型行为

在日本侵略战争中 ,军国主义者们不仅在国外 ,在日本国内也使用“大东亚共荣圈” 、“亚洲

人的独立”等口号为其侵略辩护。然而研究发现战后成为日本各界精英的当年轻年人当中 ,真

正从思想上与上述主张产生共鸣 ,即与战争倡导者们共有了意义认同而主动走上前线的人属

于少数(郑菁 ,1996:34-66),即使这少数的人也逐渐在战争中改变了想法。多数人在亚洲的

各个角落参加了战争并经受了战败 ,他们多数人的从军和战时的行为属于个体主观要求和规

矩指向型 。回忆起从军使用的是“没别的办法” , “被捉去的”等消极词语。无论他们各自的理

想如何 , “学生动员”法令并没有给学生们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出征命令这一强硬的规矩和

不至于受惩罚这一自我保护的个体主观要求成为主人公们行动的决定因素 。至于出征命令动

员背后的一些所谓战争的“大义名分” ,即战争发动者们所极力鼓吹的意义和价值 ,在多数出身

于中上阶层 ,满怀各自梦想的被调查的年轻精英中并未产生共鸣 。正如通过调查了解到的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 ,虽然中国的大批精英也被卷入了此起彼伏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然而在

更多的情况下 ,他们也是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目的或者某些特定的个人主观要求 ,并且在不容

讨价还价的行政指令这一规矩的指导下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 。至于隐含在历次运动背后

的 ,发动者们所极力宣扬的所谓那些运动的政治或文化意义或价值取向 ,精英们并未抱有认同

感。

E的父亲战前是日本某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 ,在军国主义气氛非常浓厚的时候他进了旧

制的第五高等学校。他回忆说 ,旧制的高等学校大都是反军的。然而由于军部掌握着政权 ,学

校被派驻了军事教官 ,但是在军训时发生了学生们串通光脚出操的戏弄教官的事件。当时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文或武这两个选择肢。我受此前所上中学① 的影响 ,认为不应该选择军队系

统的学校 。这是在文民系统的中学校形成的“武的世界有点……嗯”的价值观的影响 。记得当

时青年学生中流行戴破帽子留长发 ,我也留着披肩长发 。因为父亲在银行工作 ,我倾向于学经

济。至于法律 ,总觉得有些生硬不适合自己的个性 ,我又不属于关心政治的 ,当时我想着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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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后学习经济 ,关于前途想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然而刚上一年大学就被学生动员令征去入伍

了……。

在中国文革初期 ,任国家某通讯社主要领导的 J接到中央指示 ,调查“五·一六”专案 ,向进

驻通讯社的中央文革小组上报黑名单。然而由于对“五·一六”指示中的意义和价值观并不认

同 , J虽然接受了命令 ,却没有按文革领导小组的希望列出所谓当权派的黑名单 。于是他自己

成了受审查对象 ,从不直接反对中央指示而是接受任务这一选择可见 J的自我保护的主观要

求和行政指令这一规矩指向的行为 。然而其后 J不惜使自己陷入困境 ,采取了决不出卖同志

的这一道德性的意义认同指向的行动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五·一六”事件中 , J并未与文革

小组共有其政治性的意义认同 。由于 J的父亲在革命的早期曾对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某人有

恩 , J虽然接受了审查 ,他未受到严重冲击 ,为了利用 J的影响 ,文革领导小组曾不断给他重要

的“革命”任务 ,于是 1968年末到离职年龄的 J提出了离职报告 。为此直到现在还有人称呼 J

为“扶不起来的光绪帝” 。提前离职无疑是 J利用组织内部有据可循的制度资源 ,即有关离职

的规定 ,亦即本模式中的规矩而实现自我保护和回避认知不和谐困境等个体主观要求的不得

已的选择 。这是规矩和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的又一例子。

类型 7.理想行为 ———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

当一个为了满足个人的主观要求的行动 ,应用或者遵循了某种被社会承认的具体行为方

式或规定即规矩 ,而这种行为方式或规定背后有某种行为者自己也认识到并共有的意义认同

时 ,这种行为即可视为理想行为 ,也就是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 。

在这一行为过程中 ,行为主体的认知范围内并不存在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三

者之间的张力或矛盾 。三者在行为主体的心目中是和谐和互为实现的。由于我们的社会是由

无数的亚团体和亚文化所组成的 ,因此本稿中的共有意义认同也必定由特定的团体或文化所

界定 。上述在特定规矩背后的行为主体所认同的意义内容有可能与其上位的社会或文化中的

主导价值体系和谐一致 ,但也有可能与之相矛盾。在矛盾的情况下 ,行为者虽然认同并遵循了

亚文化或团体中的意义和规矩 ,并能够幸运地对其上位文化或团体中的对立的价值认同和依

此所形成和制定的规矩视而不见并回避 ,但是 ,存在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能因此得到解

决 ,也不因特定行为者的意志为转移(它可能会因更多数行为者的行为而转移 ,因超越本稿论

题不在此赘述),当行为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矛盾的存在时 ,在他内心中便依然存在着一种冲突

和张力 ,因此 ,特别相对于行为主体来说 ,所谓的理想行为是相对的。当然 ,这一行为类型的增

加将关系到更为理想的社会实现进程的 。

在前述中日精英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 ,有一些出身于中上层的青年 ,

曾经希望通过精英学校的教育 ,这样一种当时社会的制度安排来按步就班地实现其“出人头

地”(中国)或是“立身出世”(日本 ,成就功名之急)的愿望 ,这种愿望无疑是某些个体主观要求

与特定阶层出身的青年人的社会化了的人生目标的稳定结合的结果 。而在相对安定的历史时

期 ,中日社会都为这些得天独厚的年轻人准备了使之得以实现的相应的制度性安排 ,其中包括

关于入学条件的规定 ,升学及毕业考试规定等一系列规矩 。作为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受惠者群

体中的一员 ,有些青年人深谙并共有着这种精英教育制度所包含的意义认同 。因此他们刻苦

攻读 ,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加入和通过精英教育的规定程序的行为 ,可视为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

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理想行为。虽然上述的日本大藏省高官 N 的青年时代也通过了第

一高等学校 、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 、高等文官考试典型的精英教育的程序 ,但他行动的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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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于 ,在他的抉择过程中 ,精英教育程序后面的共有意义认同并未进入他的视野 ,成为决定

他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他的行动被视为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指向型。而当行为主体认识到

并共有了制度中的意义认同而作出选择时 ,在主张纯客观主义的研究者看来 ,虽然他们的行动

方式近似 ,行为指向却完全不同 ,在此应将其视为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

行为 。

四 、主体行为类型论与韦伯的行为类型

韦伯的理念型的社会行为类型(Weber , 1972)广为人知 ,这里不再详述 ,笔者在此将概述

它作为类型模式本身的问题以及与本文的行为类型模式之关联 。

(一)韦伯的价值合理行为中的价值排除了个人喜好的社会的绝对价值 ,包括伦理的 、审美

的 、宗教的价值等。由于现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多样化趋势 ,特定的某些社会的主导价

值凌驾于各种亚文化群体或集团之上的绝对地位正在逐渐动摇 ,对于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来

说 ,他的小群体内共有的意义认同可能成为他最珍重的“价值” 。它很可能与该主流社会的所

谓伦理的审美的或宗教的绝对价值毫不相干 。如前所述 ,笔者采纳了“价值具有满足主体需求

的客体的性能”(田宗介 , 1966)这一定义 ,为避免价值概念中可能包含的任何意识形态的意义 ,

也为了排除该话语背后往往附着的权力指标 ,本文选择了“共有意义认同”以代替“价值” 。它

既包含了主流社会所承认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绝对价值 ,也包含了非主流社会中得到甚至

未被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 。因此 , “价值合理的行为”可以视为本行为类型模式中“共有意义认

同指向型的行为”类型中的一个部分。

(二)传统指向行为中的“传统” ,在社会学领域中可有多重解释 ,它既可是传承下来的价值

观 ,又可是传承下来的老规矩。有时也将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加上与之相应的传承下来的老规

矩统称为某某传统。如果从行为主体的视角看 ,他们有时会严格地遵循某个特定的老规矩这

一传统 ,却不了解这一传统形成的原初价值取向 ,也会有人对传承下来的某个价值观抱有同

感 ,却拒绝服从以它为基础形成并传承下来的老规矩。因此传统的行为这一类型不能避免歧

义。另外 ,在上述的价值合理的行为中 ,韦伯并未对价值设定时间向度 ,亦即包含“传统价值” ,

故此“传统的行为”又同时可能是“价值合理的行为” 。

上述问题可能来源于用语问题 。根据译本详细探究韦伯的本意 ,可见他是希望用传统的

行为表达遵循传承下来的规矩的行为。然而规矩自然有传承下来的 ,也有临时或新近制定的 ,

有正规和非正式之分 。由于既规定了传承又不能严格界定时间向度 ,这不仅排除了现时的流

行的规矩或法律规定指向型的行为 ,同时又因传统概念在时间向度上的不清晰特征 ,也会使一

大批规矩在“传统”与“非传统”之间游离不定 。无论是上述被排除的部分还是游离不定的部

分 ,韦伯都未另设相应地表达它们的类型 ,本文所使用的“规矩”概念 ,将解决韦伯传统的行为

类型中所面临的这一难题 。参考规矩指向型行为的说明可知 ,韦伯的传统的行为可视为规矩

指向型行为的一个下位概念。

(三)韦伯将为直接的感情心情所左右的行为列为感情型的行为 ,这是直接源于喜怒哀乐

的没有解释过程的行为(Weber ,1972)。如果没有心理学家的合作 ,社会学家根本不可能理解

人类的感情 。何谓感情及如何说明感情历来也是心理学的一个争论点。在心理学家那里 ,感

情可以是:1.主观体验;2.一系列我们不可控制的心理变化;3.与特定感情共生的行动 ,如哭

和尖叫(R.D.Gross , 1990)。从逻辑上看 ,上述“3.”所指的又是某些心理学家所主张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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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之一 ,即与感情共生的行为应该包含在韦伯的感情型行为之内 。需要探讨的是 ,与悲痛

共生的哭与恐惧共生的大叫是否没有经过解释的过程呢? 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源于感情或感

觉 ,而又不通过解释过程的行为呢? 答案是不确定的 ,首先心理学家们曾经得出过不同的结

论。感情本身与认知和评价的关系即很复杂 。有研究证明了感情可以不伴有认知和评价的过

程(Zajonc , 1980);而威林斯却更早地证明了感情可不伴有任何心理唤起(Valins , 1966);然而

在他们之前 ,什凯特和辛格对感情的经典研究则证明过无论是心理唤起还是认知评价都是感

情发生的重要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S.Schachter and Singer , J.E.,1962)。由此可见 ,感情的发

生以及与感情共生的行为的发生是否经过了认知和评价的过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 A出于“民族感情”抵制他曾经非常喜爱的某些日货的行动可视为是感情

型行为。很明显这种“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感情”是经过了无数次认知和评价的反复在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只要行为主体对外界的某个刺激作出了认知和评价 ,个体的偏好乃至他所共

有的意义认同便有了介入之机 。因此这种感情型行为中夹杂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因素 ,同样在

大部分所谓价值指向型的行为中 ,也会夹杂感情的因素 。

如果说自然界一切动物的喜怒哀乐的感情都是其本能与外界刺激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

化了的成年人的喜怒哀乐则是未能完全社会化的那部分个体的主观要求和通过社会化而内化

了的与部分他人所共有的意义认同和外界的刺激相互作用的结果。给狗一块骨头和给婴儿母

乳 ,或者给人一块金奖牌都会给他们分别带来快乐。当然根据刺激的不同也会引起他们各自

负面的感情 。感情虽然有时表现为行为动机的规定要素之一 ,实际上它本身在很多情况下不

过是由“其它的决定要素”左右的一种特定的行为 。而这种“其它的决定要素”不仅引发特定的

感情的发生 ,也往往左右着与之共生或与之具来的继发的行为。对于韦伯的感情型行为 ,即对

夹杂着感情活动的复杂行为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探讨他的原初的决定要素 ,以确定引起感情活

动的初始原因 ,从而最终确定其行为的类型论 。

(四)我们只能通过韦伯的补充解释确切地理解他的“目的合理的行为” 。它是手段的 、合

理计算的 、追求欲望的行为。实际上比起一个完整的行为类型论 ,在这里韦伯似乎更专心于解

决经济合理行为的问题。因为由于补充说明中的条件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既使考虑他的补充

说明也能轻而易举地指出这一类型与韦伯自己的类型论中的其它行为 ,如“价值合理的行为”

的可能的重叠。由于韦伯并没有界定“欲望” ,因此它即包含了本稿中的末经社会化的“个体主

观要求” ,也更囊括了习得的文化及地位特征很强的欲望。因此韦伯的目的合理的行为与本稿

的部分类型也会重叠 。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行为四类型并非被作为完全的类型而提出(T.Par-

sons ,1937:648)。韦伯的方法论的立场促使他构筑了行为的类型。他的出发点是行为的合理

性。最初从这一出发点开始将合理的行为分为两类 ,其后引发出来的“传统合理行为”是韦伯

从他的社会学中的“传统主义”这一概念所联想到的 ,而“感情指向的行为”则有剩下的范畴的

味道(T .Parsons ,1937)。总之 ,韦伯的行为类型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 。然而

作为一个完整的类型模式 ,可以说韦伯对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及作为整体的严密性等并未给予

很多的关注。

五 、主体行为类型模式的应用意义

首先 ,主体行为类型为从行为者的视角理解社会行为提供了崭新的模式 。虽然试图对行

为进行合理说明的行为理论也是从主体的视角出发 ,然而作为社会行为分析模式的局限 ,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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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挑战的学者则指出合理说明会无效 ,因为人们有并不很合理的观点(如 S.Lukes , 1996)。

而重视主体认知的个体和社会要素间“交涉”过程的行为模式 ,不仅超越了以目的合理化为方

向的合理行为理论的局限 ,更为上述对“合理说明”的反思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理论依据。其次 ,

应用研究者演绎或归纳出的任何“价值” 、“型变量”或“文化型”都将为比较社会变迁的研究带

来灾难 ,因为研究者会以他熟悉的社会范式去诠释其它社会。在中日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领

域里 ,寻找韦伯“资本主义精神”替代物的诸多研究无不将社会变迁的研究领入歧途 。重视“共

有意义认同” ,差别的行为理解模式则可以帮助研究者走出自设的怪圈。

由于在新的行为类型模式中 ,避免了延用传统的价值 、规范概念 ,又由于重视了行为者在

实践中的认知 、解释过程 ,因此应用该模式进行的实证研究 ,将在现实中起到重要作用 ,并使容

易在行为分析者视野中消失的知识库存 、相关资源 、记忆权力地位等重要因素重新回到研究者

的视野中来。社会行为是连接微观的人类行为与宏观的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将个体主观特

性与制度要素的共有意义认同与规矩有机结合起来的行为类型模式 ,首次为理解人的行为与

制度间的再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依据(郑菁 ,1996 ,140-141)。它进而为社会理论

中的微观宏观联结之难题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为更加深入地理解行为与制度的再生产之关

系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行为之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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